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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与非正式型两类；以2010—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对比分析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全行业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均显著为正；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显著为正。（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3）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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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this paper divid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o formal and informal. Taking the enterprises above the provincial manufacturing scale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5 as sampl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and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who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impact of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both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the effect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coastal areas and not significant in inland areas, an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 coastal areas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inland areas. (2)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high pollution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coastal areas and negative in inland areas. (3)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high relocation cost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coastal areas and negative in inlan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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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双重压力，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成为解决两难格局的关键路径。环境规制实施类型的不断扩展以及非正式型环境规制的提出，丰富了环境规制的含义。我国各行业要素投入结构、环境污染程度等行业异质性问题突出，行业污染强度与搬迁成本成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两大重要因素；同时，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异质性及区域差异是否会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学术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针对“波特假说”成立的地区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如何对我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制造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实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作用最大化具有重大意义。
1   文献综述
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相关性的理论阐述主要分为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从静态角度，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加强环境规制能提高环境质量、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也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排污成本的提高也会阻碍企业生产规模发展，最终对一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因此从静态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不存在促进作用。从动态角度来看，Porter[2]提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能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信息和动力，长期内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达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双赢”。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相关性在实证研究方面基本形成了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有条件相关4种观点[3-5]；针对“波特假说”成立的条件性研究主要分为空间和行业异质性研究。
在空间异质性方面的研究：Alpay等[6]发现环境规制阻碍美国食品加工业行业生产率提高，而在墨西哥地区存在促进作用；Rubashkina等[7]运用欧洲制造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出存在促进作用；叶琴等[8]基于2008—2014年我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作用为负，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臧传琴等[9]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已经越过门槛存在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仍不显著。在行业异质性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选取行业污染强度、资源禀赋和要素投入结构等作为行业划分标准进行分类研究，如：Conrad等[10]以1975—1991年间德国10个重污染产业为样本，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方向不确定，具有行业异质性；任胜钢等[11]证实发现环境规制对轻、中度污染行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污染行业影响不显著；王锋正等[12]选取我国36个工业行业实证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行业R&D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主要源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规制作用。
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仍存在不足之处。Pargaland等[13]最早提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概念，之后学者们开始对环境规制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主要是实施主体、政府行为角度和适用范围等方面[14-16]，但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并结合行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共同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鲜有所见，“波特假说”成立的异质性问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针对以上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选取2010—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比分析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提出具有地区及行业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
本文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1）由于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放程度等方面发展不平衡，进而导致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对比分析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地域差异，以此来反映“波特假说”成立的地域异质性。（2）进一步将污染强度和搬迁成本作为行业异质性指标，对比分析沿海和内陆地区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而了解“波特假说”成立的行业异质性。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关于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环境规制类型得到不断丰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17]。目前我国实行的环境规制主要以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为主体，向企业征收大量的排污费用，迫使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污染治理。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挤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阻碍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征收排污费等短期环境规制手段，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具有长远意义。投资型环境规制从企业长远利益出发，通过环境污染治理减少企业的经济负担，为企业提供更明确的创新方向，并给企业带来先动优势激励，最终使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正向激励效应大于负向挤出效应，提高技术创新能力[18]。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在沿海地区，正式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H1b：在内陆地区，正式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不仅包括强制性的环境政策，亦包括政府引导下的环保主义者以及未组织起来的一般社会公众等利益群体对环境权利和义务、责任的参与，以及与污染者的谈判和协商[19]。一个地区的环保意识的强弱，与该地区的收入水平、民众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等因素有紧密联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环保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度；受教育程度高、青年人口比重高的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越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高；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越严重、影响面越广，环境污染的投诉与曝光率也越高。我国沿海地区依靠地理优势，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均明显优于内陆地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在沿海地区，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H2b：在内陆地区，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
一般来说，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发挥环境规制作用的最大化，实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20]。然而，一味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会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阻碍企业产出规模，存在政策失灵问题，抑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21]。我国沿海地区交通便利、对外开放程度高，吸引了大量企业在沿海地区生产经营，工业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环境规制；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不仅在环境条例和法规标准方面更为宽松，而且地方政府在唯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政绩考核制度下漠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导致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抑制作用；

H3b：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不同行业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存在明显的差异，污染密集型行业往往给环境带来更多的压力，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带来的排污成本压力也更为明显。一方面，重污染企业面临严峻的环保处罚和环保舆论迫使企业从源头治理，增加投入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技术创新也为企业构筑一定的技术壁垒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高环境规制强度将会增加企业治污成本，挤占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效率，重污染行业规模大，严苛的环境规制会使企业的管理和经营空间受到约束，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故本文提出假设：

H4a：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H4b：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存在抑制作用。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在环境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污染密集型企业将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22]。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对污染企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此时搬迁成本成为企业选择的重要考虑依据：搬迁成本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搬迁来缓解环保处罚。我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因此不仅会鼓励当地企业加大生产规模提高产能，也会降低环境规制水平诱导沿海企业迁入内陆地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a：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
H5b：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存在抑制作用。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数据来源和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2015年我国30个省份21个制造业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对样本数据做以下处理：（1）由于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样本中剔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其中，天津、辽宁、山东、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为沿海地区，其余省份为内陆地区。（2）由于部分行业数据缺失严重，将数据不完全的行业剔除后，选取21个制造业行业为样本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3）将2012—2015年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数据加总合并为交通运输制造业数据。剔除各省份各行业各年份不齐全的变量数据，最后形成30个省份21类制造业行业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3.2  设计变量
（1）技术创新指标（RD）：用各省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其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2）环境规制强度指标（ERS）：基于Cole等[23]的思想，选择污染物排放量与地区总产值的比值来度量；借鉴Levinson等[24]研究提出的环境污染排放量综合指数，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3种污染排放指标，通过加权平均建立环境规制强度指标。ERS越大，环境规制强度越高。
（3）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FERS）：借鉴沈能[25]用治污投资占行业总成本或总产值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衡量经济个体遵守正式环境规制程度的思想，使用各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其GDP比重来衡量各省份正式型环境规制强度。FERS越大，正式型环境规制越严厉。

（4）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IERS）：借鉴Pargaland等[13]和原毅军[26]的研究方法，选取各省份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和环境信访案件数，以熵值法综合评价各省份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强度。IERS越大，非正式型环境规制越严厉。
（5）污染强度（PI）：PI是虚拟变量。2010年我国环保部公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将采矿、制革、纺织、造纸、制药、化工、石化、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酿造、发酵、火电16个行业界定为重污染行业。将重污染行业记为1；非重污染行业记为0。

（6）行业搬迁重置成本（IMM）：选取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wage）以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数（pop）作为衡量制造业搬迁成本的成分指标，利用熵值法构建搬迁成本综合指数。IMMj越大，表示j行业搬迁成本越高。

（7）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行业份额（Share），选取各省份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
3.3  建立模型

基于行业异质性，以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面板数据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环境规制、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并以污染强度和搬迁成本作为行业特征指标，研究沿海和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式（1）将两类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强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将影响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以控制变量的形式引入，对比研究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式（2）将行业污染强度和搬迁成本考虑在内，引入环境规制与污染强度和搬迁成本的交叉项，基于行业异质性对比分析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文中所有变量参数（含正文、方程式和图表内），须采用文本可编辑格式（请使用word2007版本），不采用图片编辑格式，否则在印刷制版过程容易丢失图片造成错漏！且请注意：为单一字符形式的变量应用斜体，常数项为正体；千位及以上数值采取用空格隔开的三位分节法表示；乘号统一使用“×”或“·”。另需特别注意负数的负号和减号的正确性。
比如：等号右边参数应改为“RDi,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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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i表示行业（i=1,2,…,21）；j表示省份（j=1,2,…,30）；t表示时间；εi,j,t为随机干扰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运用Stata 13.0计量软件对变量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4个统计指标，如表1所示。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型
	名称
	符号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
	RD
	3 737
	426.377
	2 951.871
	0.424
	105 150.300

	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
	ERS
	3 780

	1.640
	1.230
	0.236
	6.215

	
	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IERS
	3 780
	0.325
	0.184
	0.003
	0.886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FERS
	3 780
	1.496
	0.714
	0.400
	4.240

	
	污染强度
	PI
	3 780
	0.381
	0.486
	0.000
	1.000

	
	搬迁成本
	IMM
	3 780
	0.263
	0.194
	0.047
	0.966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FDI
	3 780
	469.863
	448.427
	77.189
	2 632.096

	
	行业份额
	Share
	3 737
	0.051
	0.061
	0.000
	0.576


4.2  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以上结论，运用Stata 13.0软件对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之前，首先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VIF值均小于3，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其次对式（1）（2）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如表2），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详细过程参考白仲林等[27]的研究做法。
表2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ERS
	－0.009 5
	－0.102 0**
	－0.261 0***
	－0.275 0***
	0.224 0***
	0.106 0**

	
	(－0.43)
	(－2.45)
	(－7.28)
	(－3.79)
	(8.13)
	(2.12)

	IERS
	0.949 0***
	0.378 0***
	0.271 0**
	0.860 0**
	0.036 8
	0.023 9

	
	(3.98)
	(4.91)
	(2.02)
	(2.24)
	(0.51)
	(0.29)

	FERS
	0.058 1***
	0.038 8**
	0.129 0***
	0.081 4*
	0.050 1***
	0.087 6***

	
	(7.54)
	(－2.46)
	(8.82)
	(1.77)
	(3.05)
	(－4.95)

	ERS×PI
	
	－0.033 4
	
	0.012 8
	
	－0.047 6

	
	
	(-0.76)
	
	(0.18)
	
	(－0.87)

	IERS×PI
	
	－0.996 0**
	
	0.165 0**
	
	－0.154 0

	
	
	(-2.38)
	
	(－2.16)
	
	(－1.55)

	FERS×PI
	
	－0.036 5***
	
	0.028 5*
	
	-0.039 0***

	
	
	(－2.65)
	
	(0.72)
	
	(－2.61)

	ERS×IMM
	
	0.065 0***
	
	0.015 0
	
	-0.073 2***

	
	
	(－3.22)
	
	(0.40)
	
	(－3.08)

	IERS×IMM
	
	0.040 9***
	
	0.013 7***
	
	－0.055 5***

	
	
	(10.25)
	
	(2.79)
	
	(-8.66)

	FERS×IMM
	
	0.072 9***
	
	0.049 3*
	
	0.076 7***

	
	
	(－8.69)
	
	(1.90)
	
	(－8.17)

	FDI
	0.732 0***
	0.767 0***
	0.874 0***
	0.584 0***
	0.674 0***
	0.697 0***

	
	(27.13)
	(28.59)
	(13.67)
	(26.64)
	(20.56)
	(19.01)

	Share
	－0.947 0***
	－0.957 0***
	-0.919 0***
	－0.904 0***
	－0.929 0***
	－0.941 0***

	
	(－85.74)
	(－87.92)
	(－43.30)
	(－41.34)
	(－76.95)
	(-78.52)

	cons
	－14.760 0***
	－18.420 0***
	－6.972 0***
	－15.720 0***
	－6.025 0***
	－6.250 0***

	
	(－8.11)
	(－8.40)
	(－5.58)
	(－6.39)
	(－8.73)
	(－8.72)

	N
	3 737
	3 737
	1 380
	1 380
	2 357
	2 357

	Adjusted-R-squared
	0.754 8
	0.765 6
	0.781 2
	0.772 2
	0.774 3
	0.786 0 

	模型类型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1）模型式（1）分区域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1）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在样本整体、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显著为正，其每提高1%，研发投入在样本整体、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分别相应提高0.058 1%、0.050 1%和0.129 0%。即假设H1a和H1b得到支持。政府投入治理环保问题，一方面营造出环保势头严峻的局势，给企业造成心理压力，另一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环保补贴，鼓励企业加快节能减排、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2）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在样本整体和沿海地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显著为正，其每提高1%，研发投入在样本整体和沿海地区分别提高0.949 0%和0.271 0%，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高，意味着公众的环保意识越强，媒体及当地的环保组织对环境问题的监管越严格，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随着媒体网络的不断发展，公众媒体及社会团体对环境问题的披露和监督对企业排污造成了压力，对企业履行环保责任起到了监督作用。我国沿海地区依靠优越的地理优势，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开放程度明显优于内陆地区，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水平差异导致沿海地区的非正式环境规制

强度高于内陆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已经初步显现，但在内陆地区还未形成显著影响。即假设H2a和H2b得到支持。
3）环境规制强度在样本整体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我国目前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仍停留在意识层面，往往流于一般号召，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并且各地方政府对环保问题重视程度差异较大。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显著为正，其每提高1%，研发投入相应提高0.224 0%，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促进作用。而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显著为负，其每提高1%，研发投入降低0.261 0%。2010—2015年我国内陆地区平均每年征收排污费21 131.079万元，沿海地区平均每年征收排污费40 455.40万元，沿海地区每年征收的排污费将近为内陆地区的两倍，这说明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在经济较落后的内陆地区，GDP仍然是地方官员考核的首要标准，地区发展仍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理念，而环保只不过是政府对外宣教工作的噱头和附庸，所以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偏低水平。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激励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假设H3b得到支持。而在沿海地区，一方面近年来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攀升，排污费征收额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对研发投

入的影响已到达瓶颈期；另一方面，制造业是我国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污染主体和治理弱势的矛盾体，一味地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激发沿海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反而会产生挤出，因此调整环境规制实施形式和手段是今后的政策方向。即假设H3a得到支持。
（2）模型式（2）加入了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污染强度和搬迁成本的交叉项，分区域检验了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以污染强度来划分行业。污染强度的调节作用在三类环境规制下，在沿海地区均为正，在样本整体和内陆地区则均为负；环境规制强度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则显著为负。即假设H4a和H4b得到支持。在沿海地区，污染企业面临环境规制的高压，尤其是公众对环保问题的曝光和投诉，促使污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来缓解污染造成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对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在合理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增长的双赢。在内陆地区，虽然国家对环保问题重视度不断提高，但是环境规制的实施手段仍然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征收排污费对污染企业造成财务压力，导致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对环保资金存在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向挤出效应大于正向激励效应。因此，政府应调整现行的环境规制实施形式和手段，适当降低处罚力度，结合其他有效政策共同促使污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也应加大对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实现污染企业的技术进步。
2）以搬迁成本来划分行业。在样本整体和沿海地区，搬迁成本的调节作用在三类环境规制下均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强度对高搬迁成本行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则显著为负。即假设H5a和H5b得到支持。我国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凸显，环境规制不断趋严，尤其是重污染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更为严峻，在面对严厉的环保处罚下，企业面临两大选择：其一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源头实现节能减排；其二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转移。针对沿海地区搬迁成本高的企业，由于搬迁难度大、转移困难，只能走技术革新道路，从源头治理，加大研发投入以减少污染。而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仍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落后于沿海地区，因此环境规制所引发的环境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较低，导致企业对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缺乏动力；同时搬迁成本较高的企业往往有大量资金投入生产，如固定资产、劳动力成本等挤占了研发投入，环保制度的相对宽松加上企业财务压力，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对式（1）和式（2）进行稳健性检验。针对式（1），分别选取研发投入的滞后1期、滞后2期和滞后3期来反映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中长期影响，并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针对式（2），分两方面进行检验：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引进、技术吸收和技术改造3个部分，因此将企业研发投入细分为技术引进投入、技术吸收投入和技术改造投入，运用各省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引进费用、技术吸收费用和技术改造费用占其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比重来分别衡量三者投入，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强度和环境规制强度与搬迁成本的交叉项进行中心化处理。检验结果表明，主要回归结果均保持不变，因此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1）。

5  结论与启示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行业及地域异质性？讨论“波特假说”成立的行业及地域异质性，有助于实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最大化。根据“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不仅能够促使企业加大对绿色工艺的研发投入来降低污染排放，也能够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搬迁来逃避环保处罚，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存在促进作用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以2010—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和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比分析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结合实证结果发现：（1）从制造业全行业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均显著为正；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显著为正。（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3）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地域及行业差异，政府应优化环境规制，实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化。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由实证结论可知，“波特假说”的成立在我国存在行业及地域异质性，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差别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同时，随着环境规制类型的不断丰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在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在于环境规制实施的类型。要不断提高我国内陆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力度，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不应继续盲目地提高规制强度，应采用不同规制工具的优化组合，适当放松环境管制，更多地通过依赖政府资金支持等其他制度的协同配合。对于不同类型行业，政府应实行重点监督，实现源头治理，不断优化环境规制组合，提升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第二，加大政府对企业研发资金的支持。从实证分析发现，外商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于重污染企业并不能促使其加大研发投入，资金短缺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因此政府应该给予污染企业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一方面，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企业提供短期的财政支持。加强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环保事业的投入，并对企业技术创新加大激励与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为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融资渠道、提供引进新兴技术的平台，使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通畅的途径实现技术升级。
注释：
1）限于篇幅，检验过程和检验结果未列出，如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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